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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everyday decision-making of clinic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is easily influenced by 
their excessive panic and f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decision-making remains still 
getting no answer in neuroeconomic studie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anxiety in de-
cision-making with a neuroeconomic approach.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neural systems me-
diating fear and anxiety, which overlap with a network of brain regions associated with decision- 
making. Cognitive effects of anxiety have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decision making. After that, 
the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decision-making from uncertainty, framing 
effect and loss aversion. Finally, we briefly comment and summarize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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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具有焦虑症状的人，每天的决策都很容易受到他过度的恐慌与担忧的影响。但在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

焦虑与决策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文章试图用神经经济学的观点来探讨焦虑在决策中的作用。文章

回顾了同恐惧与焦虑有关的神经基础，发现它们重叠的区域与决策有关。焦虑所具有的认知效应对决策

存在着潜在影响。焦虑与决策的关系分别从不确定性、框架效应以及损失反感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文

章最后进行了简要的述评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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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焦虑的时刻，如求职、面试、考试等。但具有焦虑倾向的人更多是与

其个人特质有关(Spielberger, 1972)，这也表明，他们具有稳定的潜在神经基础。有焦虑症状的人，其过

高的焦虑会妨碍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能力，如人际关系、工作、学习等。对于这些具有不同焦虑的个

体，他们在决策当中会展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神经反应(Wu, Luo, Broster, Gu, & Luo, 2013)。但对于焦

虑与决策的关系来说，仍需要一个更加全面而细致的理解。新兴的神经经济学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

新的思路与研究方法。 
文章基于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来探讨焦虑对决策的影响。文章首先回顾了恐惧和焦虑有关的神

经系统以及它们与决策的关系，接着探讨了认知偏差在决策中的作用以及焦虑与决策的关系。最后，进

行了简要的述评与展望。 

2. 恐惧与焦虑的神经基础 

虽然焦虑与恐惧存在许多相通之处，但他们也存在着明显不同(Sylvers, Lilienfeld, & LaPrairie, 2011)。
恐惧的反应通常由具体的刺激所引起，持续时间较短，且随着威胁的消失其也会随之降低。焦虑并不没

有具体的刺激，并且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尽管如此，焦虑仍然被视为是持续恐惧的一种状态。 

2.1. 恐惧的神经基础 

恐惧的神经基础的研究强调存在一个大脑区域，它能使个体在面对潜在威胁时表达出恐惧以及安全

时表现出抑制。已有学者在动物身上研究发现，在条件化恐惧范式中，一个先前的中性刺激(例如铃声)
与一个本身能引起反感的刺激(例如电击)相匹配，引起一个自动的非条件化的恐惧反应(Davis, 2000)。在

多次条件匹配之后，铃声单独呈现也会有效地引起一个恐惧的条件化反应。一旦联结习得，还可以通过

一系列的技术来消退条件化恐惧。在消退过程中，铃声重复出现但不呈现电击，将会导致条件性恐惧反

应逐渐降低。有证据显示，在经过成功消退训练的一段时间之后，恐惧会自动恢复(Bouton, 2004)。这种

情况表明，最初的恐惧记忆并没有被消除而是受到了抑制。在人类研究中发现，注意的认知策略包括情

绪抑制、注意调节、对刺激的重新认知与评估都会有效地降低恐惧(Hartley & Phelps, 2010)。 
对支持条件化恐惧的神经基础的研究发现，在恐惧习得、储存以及表达的过程中，杏仁核(amygdale)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Davis, Walker, Miles, & Grillon, 2009)。杏仁核被认为是简单线索的条件化恐惧联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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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的地方，它会进一步投射到调节恐惧表达的脑干(brainstem)、下丘脑(hypothalamus)以及与恐惧有关

的腹侧纹状体(ventromedial striatum)。同时，下丘脑在情境恐惧的调节方面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

用于情境恐惧的习得与表达。此外，脑岛(insula)和背侧前扣带回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在恐

惧习得中起着调节作用。 
对于条件化恐惧的消退与抑止需要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的参与。

在消退过程中，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到杏仁核的中间抑制神经元消除了恐惧的表达。在消退之后，情境信

息调整了最初恐惧记忆与最新消退记忆的冲突(Bouton, 2004)。下丘脑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以及杏仁核的

回路会调节这种消退记忆的情境依赖。在对恐惧或负面的影响进行有意识的认知调节时，杏仁核活动在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调节下会明显的降低。反过来，腹内侧前额叶皮

层与杏仁核的抑制通路会调节消退的自然恢复(Ochsner & Gross, 2005)。总之，杏仁核，腹内侧前额叶皮

层和下丘脑对恐惧的习得、消退、储存、恢复以及情境调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区域的具

体作用还不能被清楚的界定，但可以确定，条件化恐惧有着复杂的神经生理基础。 

2.2. 神经基础的重叠 

虽然焦虑能够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从恐惧中区别开来，但许多理论认为，焦虑与恐惧的神经基础存在

着诸多的重叠。神经成像的研究发现，与条件化恐惧有关的神经回路在特质性焦虑以及焦虑症状群体中

都会发生改变(Cisler & Koster, 2010)。高强度的杏仁核活动在提高恐惧表达的同时，也与特质性焦虑存在

关联。此外，与有意识的认知策略调节情绪反应一样，焦虑也会损害恐惧的消退学习与保持。这些损害

似乎源于前额叶(prefrontal)与杏仁核回路的损害，这也说明了它们在调节恐惧表达中的作用。焦虑个体在

恐惧消退之前或当中会展现出前额叶活动减少的现象，同时，通过认知评估所激活的高强度前额叶回路

的活动能成功地减少负性情绪。解剖学的研究发现，杏仁核的前额叶抑制主要是通过从腹内侧前额叶皮

层到杏仁核的抑制性神经细胞来实现的(Sehlmeyer et al., 2011)。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到杏仁核的通路与特质

性焦虑存在着反向关系，这也表明，在焦虑中，这一通路的抑制性功能会加强情绪反应与损害情绪调节。

最后，临床焦虑患者的下丘脑萎缩表明，恐惧的情境调节或许在焦虑中也会发生改变。与这一假设相一

致，伴有焦虑症状的人会展现出对相似刺激更多的条件化恐惧(Lissek et al., 2010)。 
额外的脑区或许有助于区分与焦虑有关的情绪状态。虽然杏仁核调节着威胁刺激所诱发的恐惧性反

应，但被视为杏仁核扩展的终纹床核(bed nucleus of stria terminalis, BST)，似乎与焦虑个体更加持久的觉

醒和警觉状态有关(Somerville, Whalen, & Kelley, 2010)。焦虑与高度的生理躯体感觉以及内感知觉有关，

这或许增强了对威胁的反感反应。脑岛在内感性信息的表达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脑岛调节着焦虑

个体所增加的内感意识，这有助于焦虑的维持(Paulus & Stein, 2010)。 
恐惧与焦虑的神经回路提供了理解焦虑怎样影响决策的神经基础。决策的神经经学研究已经发现了

一些大脑区域的作用，如纹状体、杏仁核、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脑岛以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它们与恐

惧的表达与控制有关(Rangel, Camerer, & Montague, 2008)。虽然还不清楚这些共享的大脑区域是怎样联结

起来影响焦虑与决策的，但这些重叠的脑区表明，调节恐惧与焦虑的大脑系统是与决策联系在一起的。 

3. 焦虑的认知效应 

虽然条件化恐惧的神经回路影响焦虑个体的情感过程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最近神经成像的研究

发现，当焦虑时，可观测的认知过程的改变有着相同的潜在神经基础(Bishop, 2008)。有研究发现了与焦

虑特征有关的两种重要的信息偏差：一种是倾向于与威胁信息相关偏差，一种是针对于模棱两可刺激的

负面信息偏差(Mathews & MacLeod, 2005)。研究发现，当探测或识别到一个威胁刺激时，焦虑会加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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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反应；而当探测到一个中性刺激或对威胁刺激进行中性报告时，反应时会降低。这种注意偏差似

乎为威胁刺激以及消极刺激的探查提供了便利(Cisler & Koster, 2010; Bar-Haim, Lamy, Pergamin, Baker-
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07)。 

对于刺激来说，当存在多种潜在的解释时，焦虑个体倾向于消极观念。例如，与正常个体相比，焦

虑个体更倾向于把模棱两可的面部表情解释为负性信息(Koizumi et al., 2011)。当评价将来不确定的事件

时，焦虑个体会不理性地倾向于消极结果。研究发现，对于有焦虑症状的人来说，当对焦虑有关的信息

进行解释时会展现出消极偏差，与此同时，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种偏差或许会进一步应用到自我相关的

信息(Yoon & Zinbarg, 2008)。 
当存在注意冲突时，焦虑个体会对威胁信息表现出注意偏差，这也同时反映出了两种机制，一种是

前注意杏仁核有关的威胁评估系统，另一种是前额叶抑制机制(Mathews & Mackintosh, 1998; Bishop, 
Jenkins, & Lawrence, 2007)。与这一假设相一致，高特质焦虑注意到威胁刺激时会伴随着杏仁核活动的增

加，而在没有注意到威胁刺激或威胁刺激缺失的情况下，前额叶激活会降低(Bishop, Duncan, & Lawrence, 
2004; Etkin et al., 2004)。 

在焦虑中，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似乎参与着消极偏差的解释。健康的个体解释模棱两可的面部表情

时，其杏仁核血氧水平依赖指标(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BOLD)与把表情解释为消极信息的程

度存在正相关(Kim, Somerville, Johnstone, Alexander, & Whalen, 2003)。当消极地看待中性刺激或把中性刺

激更加消极的解释时，高特质焦虑的个体会表现出其杏仁核的血氧水平依赖指标的大幅度提高

(Somerville, Kim, Johnstone, Alexander, Whalen, 2004; Yoon & Zinbarg, 2008)。研究表明，在无法预测的中

性刺激情境下，老鼠身上表现出杏仁核活动的增加，还有像焦虑一样的行为，这显示出，杏仁核在对模

棱两可的刺激所产生的焦虑进行调节时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Herry et al., 2007)。相对的，前额叶皮层区

似乎展现出了对消极刺激进行积极解释的倾向(Wager, Davidson, Hughes, Lindquist, & Ochsner, 2008)。 

4. 焦虑与决策 

总之，当焦虑的个体在注意、评估以及预期消极刺激时，杏仁核会加强对潜在威胁的认知和情感的

反应。更进一步说，调节认知和情感过程的前额叶在焦虑中或许会被损害，进而减少了调节这些反应的

能力。在这里，文章重新回顾了两种主要的实验证据与理论预期来试图解答，在焦虑中这些认知与情感

的改变是怎样影响决策的。 
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证实，人类的决策行为表现了对标准化决策规则的违背。在对这种理想

决策偏差的解释时发现，人们会使用简单策略或启发式来引导决策。研究表明，人们可以通过对决策情

境中认知或情感反应来了解到这些启发式和偏差(Greifeneder, Bless, & Pham, 2010)。 

4.1. 不确定性：风险反感与模棱两可反感 

通过动物研究发现，不确实性刺激能够引起比确定性刺激更大的焦虑(Grillon, Baas, Lissek, Smith, & 
Milstein, 2004)。在决策情境中，不可预测性或不确定性能诱发焦虑个体对威胁信息的加工偏差或情感反

应，这些会明显地影响决策。在行为经济学中，存在两种不确定的形式影响决策。第一种形式，涉及到

了风险的选择，它包括许多可以计算概率的潜在结果。在这种形式下，人们会表现出风险反感(risk 
aversion)。例如，如果给你一个有 50%的机会获得 50 元的选择，和 50%机会失去 0 元以及 50%的机会获

得 105 元的选择，虽然不确定性的损失会有更高的期望值(每一种可能结果的总和)，但许多人却会选择确

定性的选择。 
对反感结果的注意度可以预测它的规避程度，这也表明，对于风险博弈的潜在反感结果的注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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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焦虑个体去倾向确定或安全的选择。相应地，焦虑与风险反感存在高度正相关。在球类模拟风险

任务(balloon analog risk task)中，对于健康被试的特质焦虑、担忧以及社会焦虑的测量都能很好的预测出

高的风险反感，在这里，被试对于存在爆炸倾向的气球存在注意偏差。而有焦虑症状的人在接触风险行

为过程中，展现出了比控制组被试更大的风险反感(Maner et al., 2007)。值得注意的是，当替假想的人做

出决策时，个体的风险反感程度会下降，这也表明，这种偏差依赖于自我相关的潜在风险结果的威胁

(Raghunathan & Pham, 1999)。 
此外，认知偏差塑造了风险决策的评估，改变风险的心理反应或许会促进焦虑个体的风险反感。同

时，评估决策过程中的情感反应对评估决策信息也是有帮助的(Winkielman, Knutson, Paulus, & Trujillo, 
2007; Greifeneder et al., 2010)。研究发现，风险的生理唤醒反应会促进个体行为的风险规避，进而支持了

安全寻求(Bechara, Damasio, Tranel, & Damasio, 1997)。因此，加强对风险的唤起或提升对唤起反应的内在

意识(或两者同时)都会诱发焦虑个体变得更具有风险反感。 
第二种不确定性的形式是模棱两可反感(ambiguity aversion)，在这种决策情境中，有许多不知道发生

概率的可能结果。例如，如果面对从一个包含 10 红球与 10 个黑球的缸中取中一个球，或者不透明的缸

中包含 20 个不知比例的红球或黑球，不管选择红球还是黑球会受到奖励，被试更加倾向于选择前者，这

种模棱两可反感是确定性偏差的经典证据，这被叫做埃尔斯伯格悖论(ellsberg paradox)。这种悖论为标准

化决策理论出了一道难题。当不透明的缸包括红球与黑球各 50%的混合时，被试并不存在偏差，但若存

在更大数量的红球或黑球时，被试会对哪种颜色球将会被奖励而存在偏差。在假想的模棱两可的情境中，

焦虑与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消极事件的主观价值有关，这也显示出，焦虑的被试更加消极地解释模棱两可

事件。 
虽然对于理解风险过程的中枢神经系统仍属探索阶段，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

sonance imaging, fMRI)的研究已经发现，脑岛和前额叶皮层在风险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Preuschoff, 
Quartz, & Bossaerts, 2008)。脑岛的血氧水平依赖指标与风险反感是存在关联的，脑岛受损的个体，其风

险反感敏感度也会受到损害(Clark et al., 2008)。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的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特别是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在风险态度表达中的作用是不容忽

视的，腹外侧前叶皮层的活动与风险反感成正相关(Christopoulos, Tobler, Bossaerts, Dolan, & Schultz, 
2009)。用经颅磁刺激方法进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损害能增加风险选择，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的增

强则会降低风险选择(Fecteau et al., 2007)。同时，正常群体的眶前额叶区(orbital prefrontal region)和纹状

体与风险寻求有关(Tobler, O’Doherty, Dolan, & Schultz, 2007)。而对于焦虑个体来说，改变脑岛反应能够

改变这种风险规避的优势倾向。 
模棱两可加工过程的神经基础强调了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的作用。虽然对于个体来说，对于风险与

模棱两可的态度并没有存在很高的相关，但这两种不确定的形式展现出了相互重叠的神经基础。但从分

离风险与模棱两可的研究中发现了不同脑区的贡献。一项研究发现，对于风险信息与模棱两可信息的加

工过程会激发杏仁核更多的变化(Bach, Seymour, & Dolan, 2009)，而另一研究则呈现出了一个与腹外侧前

额叶皮层同风险反感存在正相关这一事实完全相反的结果(Levy, Snell, Nelson, Rustichini, & Glimcher, 
2010)。从风险与模棱两可决策的元分析比较中发现，风险加工过程更多地依赖于眶前额叶区域，而模棱

两可加工过程则更多地依赖于腹外侧前额叶皮层(Krain, Wilson, Arbuckle, Castellanos, & Milham, 2006)。 
虽然风险与模棱两可反感涉及到了不同的神经机制，但两者的神经回路在恐惧与焦虑中都是存在关

联的。消极地解释不确定性状况的趋势是风险与模棱两可反感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不难发现，为什

么焦虑个体会对风险或模棱两可比较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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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框架效应 

以往的决策研究发现，是否采取风险行为要受风险决策的确定性陈述形式的影响(是否陈述为获得或

损失)。当面对一个确定会得到 50 元中的 20 元的选择或 60%的机会失去 50 元，而 40%的机会保留 50 元

的选择时，个体会展现出明显的风险反感，会倾向于确定性的选择，而无论期望值是否相等。然而，当

面对一个确定损失 30 元的选择时，被试则更可能会变得寻求和选择风险。这种现象被叫做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 
框架效应与特质焦虑存在相关(Story et al., 2013)。研究发现，个人特质不同会影响到框架决策的信息

处理(Peng, Xiao, Yang, Wu, & Miao, 2014)。焦虑个体会存在对损失的认知偏差，也就是说，框架效应是

由高度的损失反感或由损失敏感所引起的(De Martino, Kumaran, Seymour, & Dolan, 2006)。因此，对确定

损失的评估或许会引起反射性的规避反应，促使对风险的偏爱，虽然这或许要承担潜在的损失。然而，

当确定性的想法被视为获得时，那这种想法相对于风险的损失会更易得到偏爱。同时，研究发现，相对

于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来做出决策的个体来说，框架效应会通过框架情境提供给高焦虑个体可利用的信

息，进行启发式决策(Power & Petersen, 2013)。焦虑个体更多地利用情感信息而不是概率信息。焦虑也会

降低认知资源的利用，因此，对于高焦虑个体来说，框架效应可能更有效(Xu et al., 2013)。在对框架效应

的神经基础进行检验时发现，增强杏仁核的血氧水平依赖指标的激活和降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能

够预测对框架的敏感性(De Martino et al., 2006)。就像先前所提到的，大脑的这种活动模式与条件性恐惧

的表达和焦虑相关的注意偏差是存在关联的，这也是一个共同的潜在机制。 

4.3. 损失反感 

损失反感(loss aversion)达到一种程度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即避免损失会优先于同等程度的获

得。虽然早期研究并没有发现，在损失反感上，是否特质焦虑能预测个体间的差异，但最近的研究发现，

相对于获得来说，结果的损失反感与皮电活动有关的，这表明，焦虑个体对潜在损失的生理反应会促进

损失反感(Phelps, Delgado, Nearing, & LeDoux, 2004)。有研究发现，杏仁核受损的个体会降低损失反感，

杏仁核活动与损失反感程度的相关显示出，杏仁核在增加损失敏感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Sokol-Hessner et 
al., 2009)。由于焦虑也是与高度的杏仁核活动有关的，因此，当个体焦虑增加时，会表现出更大的风险

反感。神经成像的数据显示出，纹状体和外侧前额叶区也与决策的损失反感有关(De Martino, Camerer, & 
Adolphs, 2010)。 

在决策中，损失权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人们怎样去解释损失的影响。最近在探究损失反感的

观点转换的研究中发现，在一系列的决策中，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去降低每一种潜在损失的影响也会降低

损失反感，就像是激活了对损失的反应一样(Sokol-Hessner, Camerer, & Phelps, 2012)。调节这种效应的神

经系统研究发现，这与调节认知恐惧的回路有关(Tom, Fox, Trepel, & Poldrack, 2007)。简言之，当观点转

换而降低损失反感时，损失所引起的杏仁核活动也会降低。这种认知观点的转换会伴随着纹状体、腹内

侧前额叶皮层以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的增加。如果相关回路受到损害，那么焦虑个体使用认知策略

调节情绪的能力也会受到损害，或许这也会削弱了他们使用观点转换的方法来降低决策中损失的影响。 

5. 述评与总结 

有焦虑症状的人所做出的日常决策会广泛地影响着他们的适应功能。然而，很少知道焦虑是怎样具

体影响决策的。对于现存的文献来说，检验焦虑在决策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不得不尝试从调节焦

虑、决策以及在决策任务中与焦虑有关的认知偏差所重叠的神经系统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一系列关于决策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发现了杏仁核回路、脑岛皮层以及前额叶皮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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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杏仁核是大脑调节恐惧、焦虑以及他们的认知效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特质或临床焦虑

里，在前额叶皮层方面，恐惧的抑制与前额叶活动的降低有关。这种可共享的结构或许能预测焦虑在决

策中的影响。具体来说，焦虑会增加注意消极选择的想法，同时，模棱两可的想法可能也会被消极的解

释，进而以牺牲潜在获得为代价来增加规避潜在消极结果的趋势。 
行为经济学常常描述决策的趋势，例如风险或损失反感，就好像它们是不变的个体特征。这些趋势

会被认为是受相对稳定的特质焦虑所影响。然而，最近的研究已经集中在了具体的情境上，即个体怎样

改变恐惧或焦虑反应。也就是说，可以这一系列的技术来改变恐惧与焦虑的反应，包括新的消退记忆方

法、注意认知调节策略的使用、尽量减少与恐惧相关刺激的接触以及通过药理与行为上去破坏恐惧学习

的联结等。此外，在决策情境下，对于潜在反感结果的预期调节或许能影响到个体选择的趋势。虽然文

章中已经讨论了焦虑对决策的影响，如焦虑个体对消极决策想法的反应是相对一致的。然而，这几乎是

一个极端简单的想法。将来神经经济学对于调节焦虑具体怎样影响决策的研究会进一步揭示焦虑与决策

的关系，介时，会比现在对其关系的理解更加灵活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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